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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李猛有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讨论，本文力图指出，自然状态不仅

仅是一个人性冲突状态或法权矛盾状态，而是具有某种积极的道德意涵。这

集中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上。正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原初缔约环节，构

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自然权利不完全是一项主观权利，它同时

还带有传统客观法权的正当意涵。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凭借国家权

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然性”又意味着

它并不是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人的自然并不

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而是有其形式，并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或

正当，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这构成了现代思想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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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和历史的开端（ａｒｋē）总是具有一种优先性。一个事物的开端率
先为它自身的发展框定了一个它发展和活动于其中的视野，规定了由此
出发来看自身、看他者的方式。开端又以其质朴性、新生性，能够更为清
晰地呈现出这一视野，揭示出它在斩断脐带的那一刻存在着的粘连与挣
脱。就此而言，我们对当下思想和历史处境的理解，恰恰要求走出当下，
把目光拓展至那些参与构成我们今天之所是的思想和历史因素、放眼至
开端。我们能否超越当下的处境，探求某种新的开端、定位某种新的生
活方式，这一问题从来都取决于对决定当下生活的那些视野或界限的
把握。
李猛这本《自然社会》的新书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努力。他希望通过

研究西方早期现代自然法传统来观照规定当下中国人处境的那些开端，
并试图从中探求逾越这种界限的某种可能性。这不是人们通常所熟悉
的社会学家的工作方式，即用本土经验来检验和修正西方理论，或发展
自己的理论，但它却更深入、更有力。因为它试图捕捉到参与构建现代
中国思想和历史传统的那些西方因素，所以活动在基本视野、基本思维
和基本概念的层面。每个认真阅读该书的读者，都会时不时地，从作者
那迂回、繁琐地对西方思想的文本解读和哲学思考中，感受到某种直击
我们当下生存体验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必然会推动着那些热爱思考的
读者，同作者一起，从当下出发，驶入这片浩瀚的思想海洋中，探寻我们
是谁、探寻我们可以安家落户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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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篇布局上，该书呼应了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架构。它始于“自然
状态”，以“自然法权”为指导，通过缔结契约，建立“政治社会”。最后一章
“革命政治”又重新指向“自然状态”这一开端。自然状态不仅构成了这
种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始终交替地隐匿和浮现于其他章节的讨论之
中。自然状态构成了全部论述展开的舞台。这正是该书以“自然社会”
命名的原因。我们的阅读和思考也将以此为线索。

一、自然状态何以是一个道德空间？

该书有关自然状态的基本观点非常清楚。霍布斯以降的自然状态
学说同时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担负了解构的使命，旨在瓦解传统，
特别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尤其是其人性基础：“人是政治的动
物”。另一方面，它又服务于建构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形态的任务：由自
然状态学说所给出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然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以及借
此所搭建起来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视野。这两个目的紧
密关联。在从自然通向政治的古典道路上，横亘着现代人的自然状态或
“自然社会”。或者说，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然状态学说所构建的“社
会”概念，决定性地割断了自然与政治的自然阶梯，使得现代人必须依靠
人为的力量来跨越自然与政治。而由普芬道夫所着手的“自然状态的历
史化”，则开启了文明或文化取代政治的思想史进程。
李猛深厚的社会理论背景，使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洞察力和

启发性的观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社会状态，一个“自然社会”（李
猛，２０１５：６７－７０）。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自然状态是一个缺乏社会的状
态。甚至，在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眼中，把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混为一谈
恰恰是霍布斯的错误。
为了澄清这一点，作者做了大量迂回而又细致的准备工作。从罗马时

代开始，就有从“社会感”出发去诠释人的自然政治性，淡化古典“政治”概
念中基于自然的“统治关系”的一面，凸现其“共同活动”的一面（这与罗马
政治面临的新形势有关，即在从古代城邦转向帝国体制这一背景之下，如
何在帝国之内安置不同的习俗共同体的“社会”交往）。加上基督教思想对
政治关系的贬抑，逐渐导致人的自然政治性被诠释为人的自然社会性，即
人天生具有的共同生活、相互交往的自然欲求（李猛，２０１５：４５）。这一思想
构成了现代“社会”概念的前身。但现代“社会”概念得以构成，却始于两种

·７５·

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



相互竞争的学说，即格老秀斯的“社会欲”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完成于
普芬道夫的自然状态学说对二者的综合。
说普芬道夫和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社会状态，比较直观。因为

那里已经有借自格老秀斯的、从自我保存出发，基于物权或财产权而发
育出来的社会关系。但是，要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社会状态，却
并不那么直观。
浸淫于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中，我们想当然地把自然状态视为社

会学或人类学意义上处于前文明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原始社会。针对
于此，李猛出色地澄清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首要指的是一个从原则上
说，当下的人每时每刻都可以进入的社会状态。每个人，只要基于他当
下“社会生活的经验”（李猛，２０１５：１１１），都可以看到，一旦国家的惩罚
权力不在了，每个人都会与他人陷入一种战争状态之中。因此，自然状
态是一个缺乏人为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安排的社会状态，或“自然人性的
基本状况”（李猛，２０１５：１１４）。自然状态学说旨在探究，没有国家权力
时，人性是怎样的。这个“没有”，与其说是前国家意义上的，倒不如说
是国家权力解体意义上的（李猛，２０１５：１４５），与其说是历史中真实发
生的，倒不如说是“只在指向未来的想象中才存在的”（李猛，２０１５：

１１９），因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极为倚重每个人都“保留了在这样的权力
下共同生活的经验”，“都带着对这部人造机器幽灵般的记忆”（李猛，

２０１５：１１４－１１５）。每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期挤地铁的人，当人与人之间
最为基本的相互敬重之距离被挤掉了的时候，他或许都会在心里———
这块公权力无法触及的广阔领域———默默地、并且不无快感地、一遍一
遍地上演着霍布斯所设想的“战争状态”。因此，自然状态是一个处于
想象之中的、缺乏公共权力的社会状态。

１．虽然研究者们习惯于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称为是对人性的一种现实主义观察，但笔
者认为，它是超现实的、反向的理想主义，因为它要求我们将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经验分解，提
取出某些部分，来对抗、取消其他部分。对此，笔者将另文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这种理想主义
特征加以探讨。

当然，对于格老秀斯、洛克、普芬道夫和卢梭而言，即便我们想象此
时此刻国家权力突然失效了，人与人也不会立即陷入彼此为敌的战争
状态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霍布斯希望我们动用的“社会生活的经
验”是什么。１对此，李猛作了清楚的厘定。首先，构成这种经验之核心
的乃是每个人自以为与别人比起来自己更有智慧，然而这恰恰反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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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自己的才智都很满意，在这种“自以为是”上是平等的。其次，
即便在体力和智力上有所差别，但在杀死彼此的能力上，在“怕死”上，
我们却是绝对彼此平等的。强者与弱者有着同样的可能性，或杀死对
方，或横死于对方之手。再次，这是一种每个人又都不满足于自然平
等、追求出众的激情。人与人的每一次相遇，总是被一种力量上的比较
以及希望胜过他人、支配他人的欲望所支配。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
性”，一种“否定”（李猛，２０１５：１８８）任何社会生活的“社会性”。如果没
有国家权力的震慑，这种“社会性”只能将自然状态带入战争状态，带入
一个以力量来衡量彼此高下的世界。只有凭借国家权力，这种“社会
性”才能构成“文化”发展和道德发育的动力（李猛，２０１５：２１４－２１６）。
我们需要在此停留片刻。在论及自然人的自然平等时，李猛

（２０１５：１１９）曾指出：“……自然状态正是借助死亡取消人的整个世界的
威胁而构建的空间，一个只在指向未来的想象中才存在的空间，这正是
现代主体的生存空间和道德空间。”我们不禁要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道德空间？是否只是在道德寓言或道德教育的意

义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服从国家权力，不彼此和睦相处，就会陷
入这种道德失范的状态？或者，李猛的意思是说，自然状态并不是一个
具有道德意涵的状态，但道德是建立在由这种自然状态所给出的平等
的现代人之间的？抑或，它与洛克和普芬道夫的每个人都服从上帝的
自然法的自然状态一样，具有某种正面的道德意涵？假设一从来都不
是自足的，它有赖于我们如何理解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因此，问题的
关键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作为一个“道德空间”，仅仅是否定意义上
的，还是具有某种积极意涵？这个问题最终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现代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起点、性质和困境。
李猛接下来有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的疏理，表

明他更偏向于前一种立场。就“自然激情论证”而言，这一论证的核心
是只从人性，或人的自然激情出发，来看理性化的激情如何带来了“自
然人性的自我毁灭”（李猛，２０１５：１３０）。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存在
一些虚荣的人，追求胜过他人，从而迫使那些承认自然平等的人、适度
的人，因而最终迫使所有人都不得不出于必然而尽可能加害他人，保存
自己（李猛，２０１５：１２６）。不过，通过比较霍布斯在不同政治作品中有
关这一主题的论证，作者最终认为上述论证主要存在于霍氏的《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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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论公民》中，相反，在《利维坦》中，“人在自然状态下对自身权力
的理性竞争成为战争状态名副其实的‘最常见原因’，而出于虚荣的错
误估价引发的猜忌退入幕后，成为激发敌意的补充性原因”（李猛，

２０１５：１２７）。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利维坦》第１３章，人在
体力和心智能力上的平等构成了论证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出发点

（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１３．１－１３．２），而在论证人与人在心智上的平等时，霍
布斯不仅从观察者角度论证了人在明智或经验上的平等，而且还动用
了每个人“对自己智慧的自负”（ａ　ｖａｉｎ　ｃｏｎｃｅｉｔ　ｏｆ　ｏｎｅ’ｓ　ｏｗｎ　ｗｉｓｄｏｍ），
即“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比俗人有更大的智慧”（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８７）这
一判断。这里说得正是虚荣，并且不限于一部分人，而是“几乎所有
人”。对比《论公民》就可以发现，从对自己的智慧的虚荣出发论证人心
智上的平等恰恰是《利维坦》新增添的观点。在《论公民》中，霍布斯仅
仅从体力论证了人的自然平等（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８：２６）。因此，在《利维
坦》中，从虚荣这一激情所作的论证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撇
开其他东西，就每个人对自己的聪明才智的看法而言，不是只有一部分
人虚荣，另一部分人适度，而是几乎所有人都虚荣而又自负。就这种
“自以为是”而言，他们在这一点上“更为平等”（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８７）。
作者之所以倾向于淡化虚荣的重要性，或许是希望站在霍布斯的角度
上，回应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批判。施特劳斯自始至终都认为，霍布斯
的政治哲学基于一个特殊的道德态度，即虚荣自负和恐惧暴死构成了
人的两个压倒性的激情。作为一种道德态度，它不是科学论证的产物，
而是某种价值判断。科学方法只是用来为此做辩护的，或者说用来包
装它的（施特劳斯，２００１：３２－３３）。作者想要证明霍布斯在《利维坦》
中提供了某种相对独立的科学论证，他的政治哲学并不一定要基于某
种道德判断。姑且不论霍布斯是否认为从某种道德态度出发进行论证
一定就是有悖科学精神的，即便我们承认霍布斯就是从人的虚荣出发
进行论证的，也未必要把虚荣理解为一个纯粹的道德判断。《利维坦》
第６章中就提供了一个有关虚荣的心理学分析（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４２）。
就“自然权利论证”而言，从自我保存权利出发，经由使用手段的权

利和私人判断的权利而推出的一切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以及由此带
来的战争状态表明，每个人的绝对自由的状态带来的只能是“法权意义
上的理性矛盾”（李猛，２０１５：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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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条论证思路，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都表明，它不可能拥有
什么积极的道德意涵。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过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
会失范状态。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对霍布斯的“私人判断权”的判断上：

……私人判断权与其说是一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权利，
不如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自由。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个体无
法走出自身的理性权衡困境，与其他平等者建立具有约束力
的道德关系，和平地共同生活。（李猛，２０１５：１３４）
不过，几页之后，作者又指出：
然而颇为悖谬地是，这样一种道德或法律意义上的“放

任”状态，或者说，义务完全缺乏的状态，却被霍布斯刻意描述
为某种具有正当性的权利状态。……自然状态既是一个没有

獉獉
道德规范
獉獉獉獉

的“放任状态”，却又是一个将“放任”的自由转化为
具有正当性的“权利”状态，或者说，一个任何行为都可以称得
上正当，或至少不是不正当的权利状态。（李猛，２０１５：１３７－

　　１３８，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因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道德上的模糊性就在于这一“悖谬”的

现象：自然权利是主观的，但似乎它又不只是主观的。这是任何一个霍
布斯著作的读者都能够体会到的“悖谬”。之所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存
在这种道德模糊性，首先是因为他使用了传统客观法权学说中作为公
共尺度的“正当理性”和“正当”来定义自然权利，但却在这个旧瓶子里
装上了新酒：“正当理性”在霍布斯那里，是个人基于私人经验、私人尺
度而进行的有利于自己的推理，是一种私人意见。因此，根据这个新的
“正当理性”界定的自然权利，就成了一项主观权利（李猛，２０１５：１３３－
１３４）。但是，它似乎还留有这个客观法权的“幽灵”。或许这也是作者
在中篇论述“ｉ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时，使用了比较模糊的“自然法权”这一译法
的原因之一。对于“自然权利”概念在道德上的这种模糊性，我们还可
以做进一步的补充：这是因为霍布斯既拒绝像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那
样，诉诸于根据某种人有待去实现的自然目的来界定的自然正当或自
然法则，也拒绝像随后的洛克和普芬道夫那样，在自然状态中，引入上
帝和上帝颁布的自然法。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霍布斯的自然状
态所要解构的东西。正是这种双重拒绝，导致他的“自然权利”，或“自
然正当”，其规范意涵不再那么直截了当。因此，衡量霍布斯的自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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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否具有积极的道德意涵，关键就在于衡量他的“自然权利”概念。
非常遗憾地是，作者在随后的解释上，没有能够保持住霍布斯自然

状态学说在道德上的这种张力，而倾向于把它诠释为一个失范状态。
具体来说，作者通过两步解释得出了这一结论。首先，作者根据“一切
人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这一“无限权利”所带来的“悖谬效果”（李猛，

２０１５：１３８），即“放任状态”，将其仅仅理解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法权状
态。而自相矛盾的法权，意味着“毫无权利或正当可言”（李猛，２０１５：

１３８），意味着缺乏道德。其次，通过对比《论公民》和《利维坦》两处文本
对自然权利的界定，作者似乎暗示我们，霍布斯本人也不再把自然权利
视为正当的（李猛，２０１５：１４１）。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自然状态学
说，尤其是具有自然权利的、自由和平等的个体本身并不构成现代道德
的起点。实际上，作者在下文将个体之间缔结契约，彼此产生义务作为
现代道德的严格意义上的起点。
施特劳斯同样注意到了霍布斯“自然权利”概念在道德上的模棱两

可。对此，他却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方向：
如果自然法必须得从自我保存的欲望中推演出来，如果，

换句话说，自我保存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
那么，基本的道德事实就不是一桩责任（ｄｕｔｙ），而是一项权
利；所有的责任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放弃的自我保存权利中
派生出来的。……既然根本的、绝对的道德事实是一项权利
而非一项责任，那么政治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职能和界限就
必须根据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其自然责任来界定。（施特劳斯，

　　２００６：１８５）
两位研究者在解释上的分歧在于，施特劳斯强调的是“根本的和不

可放弃的自我保存权利”本身就具有积极的道德意涵或规范性，也就是
说，自然权利构成了现代政治和道德的基础；而作者则根据衍生的、对一
切东西的无限权利或“绝对自由”的“悖谬”效果，削弱了自我保存权利可
能具有的积极的道德意涵。
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住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在道德上的

模棱两可性：自然权利是主观的，但不只是主观的。首先，我们不能仅仅根
据对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这种派生的自然权利的效果来衡量自然权利本

身的正当性。自然权利在实践上的悖谬效果，并不意味着自然状态中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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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自然正当。根据霍布斯，进入国家，每个人放弃的是这种派生的无
限权利，而不是根本的、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相比于大多数研究者对霍
布斯的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的关注，相比于该书在霍布斯自然状态上花费
的篇幅，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些吝啬（李猛，２０１５：１３６）。毕竟，恐怕没
有谁比霍布斯在要求国家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又顽固地强调个人在面对国
家的绝对权力时仍然保留着不可放弃的自我保存权利。
其次，如果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具有积极的道德意涵，那么，这种

道德既不是来自一个人应该实现的自然目的，也不是来自于人之上的
神圣立法者，而似乎只能来自于“我”本身。来自于“我”的什么呢？
“我”的自我保存既是一项无法违背的自然事实，也是一项基本的道德
事实：我在自然本性上必然害怕死亡，想要保存自己。“我”出于自然恐
惧，出于自然必然性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自然正当的，是“我”的不可放
弃的自然权利。因为“我”不可能去违背自己的自然本性。

没有人被他所缔结的这种协议约束，即不去反抗某个以
死亡、伤害或其他身体损害威胁他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一
种最高等级的恐惧，根据它每个人把威胁到他的损害视为最
坏的可能，并根据自然必然性尽力避免达到这一等级的恐惧，
而不能有其他选择。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等级的恐惧，他必
然不是要借助逃跑就是要借助战斗来照顾他自己。因为没有
人会受制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有义务去接受他所遭
受的死亡威胁（它是对自然的最高损害）或伤害或其强烈到难
以承受的身体损害。（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８：３９）
这里的不可放弃不是说我不愿意（ｗｉｌｌ　ｔｏ）放弃，而是说我不可能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ｏ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放弃。假设我在服兵役，战
场上炮声隆隆，前面一排一排的人倒下，我想到自己再不逃跑就会必死
无疑（我甚至可能来不及想），那么我出于恐惧，必然要逃跑，并且是正
当的（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１５１）。因为外在物体在我内心中引发的这种自
然恐惧和逃跑行为，完全是自然力量造成的必然效果。出于自然必然
要做的就是正当的。因此，霍布斯借助权利概念将人必然怕死这一自
然事实，转变为一个具有规范性的道德事实，并允许它保留下来，参与
构成人们的政治生活。自然权利不仅仅出现在自然状态中，它也继续
出现在政治生活中。能够危及上述推论的，就是承认有自由意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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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但众所周知，霍布斯拒不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不过，我们稍后
将要看到，霍布斯对自然权利的定义似乎又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自由意
志概念。
最后，现代国家正是由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我”所组成的。这意味

着，现代国家要得以构成，人就必须经历战争状态，去掉各种传统共同
体所赋予他的纽带，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问题在于，这种“必须”是
否也是一种“应当”？
总之，我们应该在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概念上停留一段时间。因

为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霍布斯“无神论”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
人的战争状态，远比洛克或普芬道夫的上帝的自然法还起作用的自然
状态，或卢梭的人们彼此“相忘于江湖”的自然状态，在经验上离我们要
更近。“战争状态”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体现在类似于内战这
种极端情形下，也不仅仅体现在国际政治中，甚至也不仅仅体现在陌生
人聚集的日常的城市空间中，它早已伴随着我们近代的社会变革，渗透
到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所描写的乡间“熟人社会”、圈子和家庭
的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和想象之中。现代人的漂
泊感，不仅仅出现在鲁宾逊的荒岛上，也不仅仅呈现在陌生人遭遇的社
会空间中，而且已经进入到家庭之中。一种在家的漂泊感，家里的孤
独。２当我们在想象中，在心里返回自然状态这个开端时，我们即便不
是诉诸于自我保存之正当性和明证性，但也绝不会是上帝和自然法。
霍布斯活在我们当下。

２．李猛关注的重心（借助澄清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实例，来把握自然状态这个概念随后经历的
历史化）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使得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这个“想象”的维度，或内心
的维度，没有因为前文有关自然状态中“未来”向度的出色分析而得以进一步延展。当霍布斯
说，自然状态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野蛮、短促时，当他列举各种现实中的例子时，他首先希
望的是我们动用自己的经验去想象一下自己身边的公共权力不在时，会怎样。

二、自然状态学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人性论？

我们继续逗留在霍布斯“自然权利”概念的讨论上。作者比以往的
任何研究者都更为敏锐地把握到，霍布斯在论证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
时提供了两条不同的路径：自然激情论证和自然权利论证。前者更偏
重于从人性的自然平等出发去论证，后者则从自然权利，因而更偏重于
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去论证。至于二者的关系，作者讲得不是很充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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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强调后者是对前者的转化，借助这一转化，霍布斯“排除了从善或
恶的角度来理解自然人性的传统做法”（李猛，２０１５：１４２）。在讨论霍
布斯的自然激情论证时，作者也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不再像
传统政治史那样，从人们的性情差异，如马基雅维利区分的贵族气质和
平民气质，来思考政治生活（李猛，２０１５：１２９）。不过，作者认为，这些
差异都不妨碍我们仍然可以把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证或自然状态学说

视为一种“人性论”：“自然状态学说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论”、“而
‘对一切东西的权利’其实是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冲突浓缩在一个从绝
对自由出发的自相矛盾的法权概念中”（李猛，２０１５：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８－
１２９、１３７、１４０－１４３、１８９－１９０）。
暂且撇开自然激情论证，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证还算得上是一种

人性论吗？或者，我们不妨这样假设，撇开霍布斯有关人性的自然研
究，撇开自然激情论证，只保留“自然权利论证”，对于霍布斯的政治哲
学来说是否足够？

“人性论”在传统上指的是“灵魂学说”，后者隶属于自然哲学。因
为人根据其自然本性在一个目的论的自然秩序中占据一个等级。传统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基本思路是从人的自然目的出发去推演出一套伦

理和法律规范，作为人性从当前的状态达至其完满状态（即目的实现了
的状态）之间的中介。从人性这一自然事实，跨越到道德事实，之所以
不存在现代社会科学所焦虑的对事实与价值的混淆，乃是基于一个目
的论的自然秩序图景。一个存在者的自然作为其目的，规定了它的职
能（ｅｒｇｏｎ），而这个职能进而构成了判断它事实上的行动的标准。教师
的职能是上好课（目的论），所以一个讲课清楚而又明白（事实陈述）的
教师就是一位好的教师（价值判断）（麦金泰尔，２０１１：６７）。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不仅拒绝传统的自然目的论架构，而且以事实

上的人性———“政治社会并不改变人性”（李猛，２０１５：１４４）———代替了
目的论意义上应该去实现的人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失去了其规
范含义，而只是一个自然事实，因此无法构成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因
此，如何从研究人的自然的自然哲学跨越到涉及人、主权者和公民的权
利和义务（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的政治哲学，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具体到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根据霍布斯划分的学科体系，自然激

情论证隶属于自然哲学，因为我们可以借助推理，从心智运动的原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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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来认识人的激情。由自然激情带来的战争状态，在根本上是一个根
据“自然力量”３来一较高下的世界。自然权利论证则隶属于政治哲
学，因为它使用了不属于自然哲学的“权利”（ｉｕｓ）概念，尽管霍布斯的
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仍然依赖于自然哲学有关人性的研究，因此还没
有像康德的道德哲学那样，完全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Ｈｏｂｂｅｓ，

１９８１：１９１、３０１－３０３、１９９１：４２、１９９６：６０－６１）。４但是，自然权利的争
斗，不同于自然力量的角逐。在霍布斯这里，自然权利不等于自然力
量。霍布斯不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自然状态学说位于自然哲学通往政
治哲学的临界点（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９０－９１、１９９８：２６－２７）。自然权利，

而不是人性论，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或第一原理。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霍布斯说：

３．“人的力量……或者是原初性的，或者是工具性的。自然力量，指的是身体或心智的能力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诸如超凡的体力，容貌、明智、技艺、修辞、慷慨和高贵，工具性的力量，指的是借助
自然力量或运气获取的力量。诸如富裕、声望、友谊，以及上帝的隐秘工作，也就是人们所谓
的好运。”（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６２）由于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野蛮、短促，所
以他几乎没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工具性力量”。

４．有关人的激情的研究，被霍布斯明确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但是它究竟属于自然哲学，
还是属于政治哲学，霍布斯本人就存在犹豫。在《利维坦》中，伦理学被划归在自然哲学之下
（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６１），而在《论物体》中，伦理学则被划归在政治哲学之下（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１１、

７３－７４）。根据霍布斯的解释，伦理学在归属上的这个困难源于人自身：“因为人不只是一个
自然物体，而且也是国家的一部分，或我认为的政治体的一部分。基于这个原因，他既需要被
视为人，也需要被视为公民，也就是说，物理学的第一原理需要与政治学的第一原理相结合，
最困难的与最简单的相结合。”（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１：３５）“权利”和“法”都属于政治学的第一原理，
因此，自然权利论证隶属于政治哲学。

５．必须指出，霍布斯在不同的作品中有关这一点的论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利维
坦》中，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有关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都被划归在自然哲学之下（Ｈｏｂｂｅｓ，

１９９６：６１）。不过，考虑到政治哲学探讨的两个主题，即政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臣民的权
利和义务，都建立在权利概念的基础之上，因此即便自然权利可以被划归为隶属于自然哲学
的道德哲学，这里仍然需要解释权利是如何出现的。

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正义和不正义、公平和不公平的科学）

能够被先验的证明，因为我们自己制造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
正义（即法律和信约）的原因。借助它们我们认识了正义、公平以
及它们各自的对立面不正义、不公平是什么。在有信约和法律之
前，就像在野兽之中一样，在人之中，无论是正义还是不正义，无
论是公共善还是公共恶，都不是自然的（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１：４２）。５

正是“我们自己”把自我保存的“欲望”界定为“权利”。我们凭借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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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自己的意志”（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１：４１，另可参见霍布斯在《利维坦》
中对自然权利的定义，“如他意愿的那样”［ａｓ　ｈｅ　ｗｉｌｌ　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ｏｂｂｅｓ，

１９９６：９１）。单凭出于自然本性必然要做的事情，还不足以证明它就是
正当的。石头出于自然必然性必然要下落，这并不具有正当性（斯宾诺
莎除外６）。我们还需要添加上人的意志所作的某种有别于自然决定
的、非自然的规定。７

正是凭借我自己的意志，一个一个的我得以跨越“自然”和“权利”
的距离，借助语言定义出一个奇怪的“自然权利”，从自然力量上的较
量，通往基于权利和义务关系所搭建的道德空间（因此，并不是普芬道
夫率先通过意志和自然法将自然状态构造为一个道德世界，霍布斯的
意志和自然权利概念已经将自然状态带入了道德科学领域）。它的奇
怪在于，霍布斯反复说，在政治社会或国家建立之前，不存在正义和不
正义。似乎，正义完全是约定的，不存在自然正义、自然正当，但是他又
主张存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存在“自然正当”（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８：８２－
８３）和“自然正义”（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２４４）。

６．在斯宾诺莎那里，之所以在自然状态下，可以根据自然力量来定义自然权利，是因为自然
物保存自己的自然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而上帝的力量又被回溯到上帝对一切事物的神圣权
利。也就是说，斯宾诺莎（２０１４：２２９－２３０）实际上是从上帝的神圣权利入手来定义自然权利
的。有别于霍布斯对自然权利的定义。

７．这里需要注意霍布斯独特的“意志”概念。李猛（２０１５：３０８－３２３）对此做了讨论。正如奥
克肖特敏锐地看到的那样，意志理论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个软肋。霍布斯始终没有给出一
个令人满意的、前后一致的意志理论。这一点构成了此后卢梭和黑格尔等人努力的方向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１９７５：１５７）。我们的疑虑在于，霍布斯的“意志”概念是否能够彻底摆脱意志一
词自始至终都具有的“自由决断”的意涵，而被完全纳入到自然哲学的解释中。

澄清这个问题，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困难，以及
从现代自然法到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转换。作者所分析的自然状态概
念的“历史化”和“文明化”，提供了一条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考进路。如
果我们进一步反思普芬道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概念的历史化，就会发
现，当他把自然状态视为一个“道德存在”，一个“并不来自事物的内在自
然本性”，而只是一个凭借理智存在物的意志所赋予（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的样态
时，他决定性地抓住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和自然状态学说的独特
之处。不过，这也正是他与霍布斯分道扬镳的地方。普芬道夫选择的能
够凭借其意志造就“自然权利”的“理智存在物”，不是人，而是上帝。借
助引入上帝和上帝颁布的自然法，自然状态被明确地赋予了一个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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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意涵，“一个具有道德义务和自然法权的社会性空间”（李猛，２０１５：

２０７、３３８）。也正是因为调用了上帝，所以普芬道夫面临着调和圣经历史
有关人类原初状态的论述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的问题。结果是，自
然状态被定位为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某个历史阶段，一个真实
存在的文明演进中的特定阶段。进而，“政治”不再被看作是对人的本性
的成全，而是一个有始有终，处于文明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
普芬道夫尽管“解决”了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在道德上的模糊性，

但是，他所动用的原则，他所使用的策略，都是霍布斯所不能接受的。
就此来说，普芬道夫走的是一条同时代或后人更愿意告别的道路。作
者在下文有关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的论述指出的正是这一点。此外，普
芬道夫借用格老秀斯的思想资源，基于物和财产权所搭建的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也掩盖了霍布斯借助代表理论努力探寻的理解政治统治
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另一条思路：借助自然权利的转让、围绕着言辞和行
动所建立起来的两个人格之间的代表和授权关系（陈涛，２０１３）。
在普芬道夫乃至虽然该书并未涉及但却无疑是故事主人公的康德

的学说之外，存在着另一条回应霍布斯问题的路径。如果权利只能来
自人为的制造，只能来自约定，那么“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就只能是政
治 社 会 确 立 之 后 的 一 种 事 后 追 认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１９８９／１７４８：６；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９４／１７５４：１５５；孔德，２０１０／１８２２：１６６－１６９；涂尔干，

２００６：４９）。权利是由国家制造出来的。单个人的意志并不足以界定
出自然权利，我们靠的是所有人的公意或习俗。这正是社会学的先驱，
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基本观点。这同时意味着，“社会”的意志，而不是个
人的意志，构成了“自然权利”的基础。这个社会，也不只是仿照几何学
推演出来的社会，而是由代际传承下来的习俗和文明所构成的“自成一
类的”（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社会。就此而言，仅仅诉诸于机械论心理学所研究
的人性，或是动用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然权利”，都没有抓到政治社
会的真正基础：我们需要认识的不是由自然人的人性所推演出来的自
然权利和自然法，而是文明或社会本身的法则：“文明的发展也是遵循
着不变的自然法则前进的”、“文明的自然发展，它是一切政治现象的真
正调 节 者”（圣 西 门，２０１０／１８２１：２６６；孔 德，２０１０／１８２２：１７７、１９５；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２０１１）。“权利”的证成只能追溯到社会和它的习俗。后者
或许可以看作是上帝及其自然法的一个世俗化版本，但却是一个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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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现代社会科学所接受的版本。
不过，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处于想象中

的、每个人此时此刻，凭借其社会生活的经验都可以进入的状态。当我
们这样做时，是将自己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站在了社会及其习俗的对立
面，并且觉得“我自己”有权利、有自由这样做，这样做是应该的、正当
的。这种应当，最终仍然有其人性上的理由。自然权利学说的确开启
了不再依托人性来思考政治和道德的路径，但较之于此后的道德哲学
和社会理论而言，它仍然更偏向于人性论。总之，霍布斯借助自然状态
学说所捕捉到的现代人的这种“非社会的社会性”，以及现代人之间潜
在的战争状态，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赞成与否，悖谬与否，仍然是我们今
天不得不去应对的基本处境。我们必须借助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道德
上的模糊性进一步理解我们的这种处境。

三、国家的规范基础源自原初契约吗？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道德意涵上的模棱两可性，特别是“自然权
利”之正当性，究竟是基于个人的意志，还是基于政治社会的意志，所透
露出来的正是此后社会理论特别焦虑的个人与社会（或国家）之间的彼
此对张而又相互构成的关系。
李猛在中篇有关“自然法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这部分的论述尤其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思想史素养、文献处理能力
和文本解读功力。在作者看来，正是现代主观权利意义上的自然权利
（ｉ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概念，造成了古今自然法传统的断裂。传统上，在托马斯·
阿奎那那里，ｉ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指的是基于事物的自然本性，建立的人与人之间
的平等关系。居于这个概念背后的，乃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它为人际关
系和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客观尺度。但是，现代自然权利，特别是格老
秀斯以降，不再将ｉｕｓ理解为客观的自然秩序所提供的尺度，而是将其理
解为主体所拥有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某种“品质”、“潜能”（ｐｏｔｅｎｔｉａ）或“权
力”（ｐｏｔｅｓｔａｓ）。更进一步，作者分析了现代自然法传统使用自然权利概
念所要应对的问题。面对中世纪晚期苏亚雷斯综合自然法的理智论传
统和意志论传统所遗留下来的自然法的可知性和约束力问题，现代自然
法传统，从格老秀斯、霍布斯，到普芬道夫和洛克，选择了从自然权利出
发去推演自然法，特别是把自然法的约束力奠定在个人的自我保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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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基于“个体的主体性自然权利与他人相应的义务编织起来的一个
关联网络”，即“社会”（李猛，２０１５：２８６－２８７）上。
伴随着现代自然法传统从自然权利出发推演自然法这一策略，自

然权利概念兼具的主观权利和客观尺度这两个面向，以及由此造成的
自然状态在道德上的模糊性，将逐渐褪去其模糊性，展现出其清晰的、
正面的道德意涵。
这最为突出地体现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上。在他那里，自然法与

自然权利一样，都着眼于每个人的自我保存。不过，与从自然权利出发
所造成的战争状态的法权困境不同，自然法提供了和平生活下每个人自
我保存的规则框架。自然法要起作用，要具有义务约束力，就要求每个
人自愿放弃其自然权利，服从自然法。不过，正是在从自然权利推演自
然法的这一环节上，霍布斯设置了一个障碍性的条件：我对权利的放弃，
以他人自愿放弃他的权利为前提。而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基于自我保
存，都会对他人是否会率先自愿放弃其权利提出“合理猜忌”。这导致单
凭“放弃自然权利实现自然权利向自然法义务的转化”（李猛，２０１５：３０４）
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正是通过人为建立的国家及其惩罚权力，才
能打消每个人对他人的合理猜忌，个人才可能放弃自然权利，服从自然
法。换句话说，自然法，要从条件性的、非严格意义上的法，转变为严格
意义上的、具有义务约束力的法，需要以政治社会和主权者的出现为前
提。“因此，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并不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建立
的，相反，倒是自然法在国家或政治社会的状态下凭借主权才真正成为
具有义务约束力的法律。”（李猛，２０１５：３２７）与格老秀斯诉诸于“社会”和
“他人的权利”不同，与普芬道夫诉诸于上帝不同，也与洛克诉诸于自然
状态下每个人执行自然法惩罚权的自然权利不同，霍布斯把自然法的义
务约束力奠定在国家之上。这似乎印证了上文提到的来自社会学的批
评：法权（ｉｕｓ）是由国家制造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既然自然法必须借助国家才能发挥效力，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是通

过服从自然法，缔约建立国家。这正是作者在下篇“政治社会”一开始
就试图纠正的一个误区。研究者们普遍感到困惑地是霍布斯政治哲学
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循环：人们彼此缔结契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同权
力，但原初契约能够建立，似乎又要求人们服从自然法的履约义务，而
自然法要具有义务约束力又以共同权力的存在为前提（李猛，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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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针对于此，许多霍布斯研究者都试图在自然状态中找到个体履
约，从而实现从自然状态迈向政治社会的心理动机或义务基础。或者，
反其道而行之，彻底抹消缔约建国与自然征服的差别。作者正确地指
出，这些努力方向不仅背离了霍布斯的文本，而且背离了霍布斯政治哲
学的初衷。如果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能够服从自然法，那就没有必要，或
不是那么必要去缔约建立国家了（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４－３９６）。
遗憾地是，作者所给出的解决方案表明他仍然受制于这些二手研

究所虚构出来的问题上：“原初契约如何能够幸免于人性的不幸处境，
建立使人脱离自然状态处境的共同权力呢？”（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３）。作者
将原初契约解读为同时包含了每个人和每个人通过相互让渡权利所形

成的双边“契约”，以及订约双方针对尚未存在的第三方主权者的一个
“自由赠予”。通过指出原初契约中只存在针对第三方的自由赠予的承
诺，不存在缔约双方的双边承诺，作者认为“原初契约其实并不会面临
先行履约问题带来的合理猜忌”（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７）。既然人们不是，也
不需要根据自然法来建立国家，那么国家的规范基础就只能来自原初
契约。因此，在作者看来，契约之人为性，而不是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之
自然或正当，才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引申来说，现代道
德、现代政治的规范性完全是人为的，而不具有任何自然性。

８．霍布斯即使在论述契约时，也使用 ｇｉｖｅ、ｇｒａｎｔ等表述。因此，不能简单根据 ｇｉｆｔ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ｅ）判断这里说的就是ｆｒｅｅ　ｇｉｆｔ。

这里的解读和推论并不符合霍布斯的文本。首先，需要明确，在
《利维坦》第１７章中，霍布斯没有一次使用过“自由赠予”的说法。作者
给出的唯一三处证据，除了《论公民》中的一处（ｖｉ．２０，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２）
看起来支持这种说法之外，８另外两处来自《利维坦》的证据（ｘｘｘｖｉｉｉ．
２，ｘｖｉｉｉ．１７，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１，注释２）并不支持这种解读。特别是《利维
坦》第２８章有关惩罚权利的讨论，恰恰不支持作者的解读：

……惩罚的权利或权威究竟从哪里来的。因为根据先前

所说，没有人根据信约被假定受约束不去反抗暴力，所以不能

声称，他赠予（ｇａｖｅ）他人对其人格施加暴力的任何权利。在

制造共同体时，每一个人让渡了防卫他人的权利，但没有让渡

防卫自己的权利。他也有义务帮助拥有主权者惩罚他人，但

没有义务帮助他惩罚自己。但是缔约去帮助主权者，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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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非如此缔约的人拥有亲自去惩罚的权利，否则他并没有

给予主权者以惩罚权利。因此，很显然共同体（即代表它的人

或议会）所拥有的惩罚权利，并不基于臣民的［这种惩罚权利

的］任何让渡或赠予（ｇｉｆｔ）。但我先前指出，在共同建制之

前，每个人拥有对每个东西的权利，并且拥有去做任何他认为

对于其自我保存是必然的事情，可以为此而制服、伤害或杀死

任何人。这就是每一个共同体中实施的惩罚权利的基础。因

为臣民并未赠予（ｇｉｖｅ）主权者那一权利，而只是搁置（ｌａｙ
ｄｏｗｎ）他们的权利，而加强了主权者使用他自己的那一权利，

并且根据他认为应该适合于他们所有人的自我保存的方式使

用它。因此，这一权利不是赠予（ｇｉｖｅｎ）主权者的，而是留给

他（ｌｅｆｔ）的，并且只留给他一个人。除了由自然法所设置的界

限，它像单纯自然状态和每个人对抗他的邻人的战争状态下

的权利一样完整。（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２１４）

９．因此，我们也不认为这里所说的主权者指的是担任主权职位的自然人格，使用的是他私人
的原初自然权利（李猛，２０１５：４２２－４２３）。这里所说的主权者就是担任主权职位的公共人
格，使用的是臣民转让给他的臣民们的原初的自然权利。一个违背法律的人，危及到除他之
外的所有人的自我保存。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家代替或代表其他一切个人去行使这种自
我保存的权利。违法者作为一边，主权者治下的国家（包括听其号令的其他臣民）作为另一
边，一起进入自然状态。当然，这里的确存在着如何区分惩罚和敌意行为的问题。不过，在我
们所引的这段文字中，霍布斯为了将这种“自然状态”区别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加
上了一句“除了由自然法所设置的界限”。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主权者的惩罚权利来自于臣民对自己的自我
保存权利的ｌａｙ　ｄｏｗｎ，而不是赠予。根据霍布斯在《利维坦》第１４章中
的表述，“ｌａｙ　ｄｏｗｎ一个人对某个东西的权利，就是剥夺他自己妨碍他
人对同一东西所拥有的权利中获益的自由。……他只是让开他的路，
使另一个人享用自己的原初权利……借助另一个人权利的缺失，只是
减少了他使用自己原初权利的障碍”（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９２）。综合来看，
主权者的惩罚权利意味着，当他对某个人施行惩罚时，臣民有义务不去
干涉主权者（包括服从主权者的命令亲自掌刑）。因为根据原初契约，
他已经把使用自己的权力和力量的权利“授权并放弃”（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

１２０）给了主权者。９总之，如果原初契约包含了这么复杂的结构，特别
是“自由赠予”，如果霍布斯希望把原初契约作为国家权力的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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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理应在这么复杂的原初契约上花费更多的笔墨，或者至少在论
述主权者的权利和臣民的义务时，诉诸于“自由赠予”。但他没有。相
比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相比主权者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霍布斯
对原初契约讲得太少了，少到研究者们在理解它时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需要探寻另外的解释。
从霍布斯津津乐道于自然法状态下人们的合理猜忌导致履约困境

来看，他并不认为这会危及人们缔约建立国家这件事。霍布斯从未关
心过，人们在何时何地，具体是出于何种动机，又是否是因为服从自然
法才选择缔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关心地是在自然状态下，即缺乏共同
权力的情况下，人性的状况、基于这种人性所界定的自我保存权利、由
此带来的战争状态、自然法所指示的和平路线图、原初契约的形式。这
种论述顺序，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人们是服从自然法的指示，
才去缔约建立国家。但这只是一种错觉。霍布斯从未这样说过。他倒
是说过，建立国家之后，服从原初契约是自然法的义务。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霍布斯主要关心的不是人们出于何种动机、

这种动机是否充分，以使他们能够缔结契约建立国家。他关心的是国
家的规范基础。不管国家怎么建立起来的（比如自然征服），但一旦国
家建立以后，那么根据自然法，人们就有义务去履行原初契约，服从主
权者。因为共同权力的存在，已经取消了自然法的条件性限制，使其成
为严格意义上的义务。因此，霍布斯除了专门论述自然法的章节之外，
主要是在国家建立之后，涉及主权者所承担的义务，以及臣民服从主权
者的义务时谈论自然法的：

这些（主权者）权利的基础，尤其需要用力地、真正地传
授，因为它们不能被任何市民法或司法惩罚的恐吓所维持。
因为市民法禁止的反叛（这是对主权者的必不可少的权利的
完全抵抗）并不像市民法一样是义务，而只是根据自然法，禁
止违背誓言。它是一项自然义务（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如果人
们不知道它，就不可能知道主权者制定任何法律的权利。

　　（ｘｘｘ．４，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２３２；另见ｘｘｘ．６）
单凭存在原初契约这一事实，并未给国家提供任何规范基础（李

猛，２０１５：３９６－３９７），根据自然法我们有义务履行原初契约，这才构成
了国家的规范基础。这个规范基础的确是伴随着国家的建立才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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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但它并不是完全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国家只是提供了条件，保
障自然法得以实现。对此，霍布斯曾给出了清楚的说明：“我把主权者
的政治权利（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和臣民的义务和自由都奠基在众所周知的人
类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法的诸条款之上……”（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４８９）国家
的建立，使得原初契约这一事实，成为一项根据自然法的履约义务。
也不只有自然法凭借国家权力成为一种客观义务或客观正当。霍

布斯顽固地、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的臣民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不可放
弃的、根本的（而非派生的）自然权利同样获得了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
当性。借此，“自然权利”不只是主观“权利”，而且还是客观“正当”。因
此，恰恰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使得“自然状态”中原本模糊、充满悖论的
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甚至人的自由和平等，真正成为客观意义上的正
当，甚至使得身处国家之中的个人再次诉诸于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返回
自然状态也成为正当的。借助国家，自然状态具有了明确的、毫不含糊
的、积极的道德意涵。如果说进入霍布斯自然状态的个人，都“保留了
在这样的权力下共同生活的经验”，“都带着对这部人造机器幽灵般的
记忆”，那么，这种经验也包含了对于“权利”的记忆。这或许正是作者
写下这段话时在脑海中闪过，但却没有清楚地充分表达出的含义：

自然权利的逻辑不仅支配了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性，而且
还进一步通过自然法义务约束的构成方式支配了整个自然法

的建立，甚至最终延伸到了政治社会中的人的自由权衡。在这
个意义上，即使根据自然法的理性和平路径，通过信约建立契
约国家，作为自然权利核心要素的私人判断权，甚至，“一切对
一切东西的权利”，都仍然以某种变形的方式发挥作用，最终转
化为革命政治中潜藏不去的阴影（李猛，２０１５：３２３－３２４）。
必须再次强调，国家并未制造这种义务和权利，并未制造这种正当，

而只是提供了条件，保障其得以实现。它们是“自然的”，恰恰意味着它
们不是国家制造的，而是基于人性的构造本身，特别是人恐惧死亡这种
自然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借助解读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煞费苦
心地为我们剖析的现代人的人性特征，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建
立，并不能够“使人彻底摆脱人性的自然力量，以及各种先在的道德假
设，为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全新的开端”（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７）。现代人根
据自然处于战争状态，意味着每个人（尤其是那些谦逊的人）要进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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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种新型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下，彼此尊重、和平共处，先要彼此
为敌，瓦解掉彼此之间的其他一切纽带，只展露出每个人的孤立、自由和
平等。这里不存在古典政治哲学从人的自然本性通向其在政治生活中
的完善的自然阶梯或德性养成的阶梯。这里只有一个一个已然成熟了、
定型的、现成的人，以及他们（哪怕是潜在地）彼此充满敌意的状态。这
是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但却在经受，因而最终不得不面对的处境。自
然状态下的人性仍然是现代政治和道德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是在“自然权利”这个自然与政治、私人与公共杂交而成的概念

上，折射出现代政治哲学中自然与政治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对张却
又相互构成的复杂关系。政治社会的规范基础必须诉诸于超出政治社
会的基于个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甚至，组成政治社会
的质料，即现代人，也必须经由战争状态才能剥去由传统共同体所给予
他的一切属性。但是，单凭人的自然本身却又不足以构成一种充分意
义上的法权。个人还需要国家赋予其自我保存的自然欲求以“正当
性”，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利”。就此来说，国家也超出了作为个体
自我保存的工具的意涵，但它还不是黑格尔那里的伦理国家。
上述澄清，可以帮助我们翻回头来理解，为什么霍布斯毫不犹豫地

为个人保留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个人的自然正
当与政治社会的正当的对峙局面。任何敢于诉诸自己的自然权利的
人，在他诉诸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也是退出国家的那一刻开始，他就
首先将自己从“权利”的世界，置入“自然力量”的世界，置于斯宾诺莎的
世界。他要么死于与国家力量的较量中，要么从这种（哪怕只发生在想
象中的）力量角逐中，经由臣服契约，重新进入“权利”世界。自然力量
的海洋，在利维坦之下涌动着，偶尔泛起一朵浪花，随即消逝不见。从
原则上说，每一个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人，都需要在想象中（或许是不
止一次地）经历霍布斯所提供的建国路线。
自然状态在道德上的积极意涵，使得从原则上说，在任何时刻撤出

政治生活都是可能，而且也是正当的。霍布斯以降的政治哲学更多地
是在限制这种“任何时刻”，而不是这种正当性：“主权者能够借以保护
臣民的权能持续多久，臣民对主权者的义务就持续到多久。因为人根
据自然拥有的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当没有人能保护他们时，该权利就
不能被任何信约所取消”（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９６：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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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在道德上的积极意涵，成就了革命政
治的正当性。革命政治的种子由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中种下，由普芬道
夫所培育，被洛克所收获。现代政治哲学中自然与政治的复杂关联也
集中体现在革命政治的悖谬中。革命意味着“人民整体”重新诉诸自然
权利和自然法，重新进入自然状态，但政治社会恰恰要诉诸于革命为其
奠基。革命不仅构成了政治社会的开端，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政
治”。人们在革命之际，似乎最可能在一起、最充满友爱、最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１０现代政治中这个似乎最类似于古典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
的时刻，既不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也不存在于政治社会之中，而是闪
烁在二者的缝隙之间：“人民这个概念，恰好出现在政治社会建立这两
个阶段的细微夹缝之中。”（李猛，２０１５：４７７）不过，如果人民构成的“社
会性共同体”（李猛，２０１５：４８４）足够团结，而不至于回到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状态，那么政府解体之后也就不需要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了。成熟的洛克与早年的洛克、与霍布斯一样，在根本上仍然不信任人
民。政治社会并不改变现成的人性，革命政治也不会。

１０．我们可以在此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革命之际，有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既不愿意追随背
叛人民的君主，也不愿意追随讨伐君主的人民，人们会作何反应？正如施特劳斯所看到的，洛
克只强调了人民有反抗政府的权利，但却没有对个人服从社会或人民作出任何限制（施特劳
斯，２００６：２３７－２３８）。在这一点上，反倒是霍布斯更一贯地强调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放弃
其自我保存权利。可见，洛克疑惧政府甚于人民，而霍布斯则疑惧人民甚于政府。

综上，笔者同意李猛的基本判断，即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与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决定性分别在于它拒绝把

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一个规范基础。分歧在于，在李猛看来，在霍布斯这
里，取代人之自然这一规范基础的，乃是原初契约这一人为制造。我们
或许可以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那里看到这种诠释路径的更为清晰的形

态。但在笔者看来，在霍布斯这里，情况要更为复杂。自然人所拥有的
自然权利才真正构成了这一规范基础，而自然状态在道德上所具有的
模棱两可性也恰恰集中在自然权利这个概念上。自然权利既是自然
的，又是人为的。说它是人为的，是因为作为区别于“自然”的“权利”或
“正当”，它有赖于国家权力的保障，但它却又不完全是国家制造的，而
是植根于人之自然，并且即便个人身处国家之中也不可放弃。人的自
然本性，不纯粹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它仍然具有某种棱角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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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人的虚荣自负，还是必然怕死，都不单纯呈现为某种道德判断，
而是借助“自然权利”这个概念被明确地带入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
这样的个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
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
对于那些关心我们当下社会根本问题的人，李猛的这本书必将为

他提供“星与罗盘”，让他由此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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